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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植被内部组分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产生显著而持续的影响，导致植被生态系统状态发生变化。
目前围绕植被生态系统多稳态及稳态转换已经形成一系列理论和实证层面的成果。 以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为特定干扰域，对
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理论基础演变进行综述，并从机理层面解析植被结构⁃功能⁃状态响应过程；系统梳理植被稳态转换的

阈值效应，识别出可能指示生态阈值的驱动力⁃响应关系；最后，从临界域视角整合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信号特征，包括临

界慢化、空间关系异常和斑块规律性构型等。 在对目前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重点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基于阈值的植被

生态系统管理路径，但需要建立在认知植被临界响应机制和非线性自组织规律的前提之上。
关键词：多稳态；临界响应；生态阈值；气候变化适应；生态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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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响应研究的关键单元。 探究人类活

动和气候变化影响下植被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规律是前沿科学议题［１］。 一方面，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显著而

持续影响全球和局地尺度植被，是植被结构和功能变化加速的重要原因［２］。 另一方面，植被生态系统提供维

持碳氧平衡、降温、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功能，在气候变化适应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３］。 目前围

绕植被响应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但对其临界域的非线性自组织规

律还未能清晰认知。
稳态转换理论拓展了植被生态系统在引力域边界的生态过程，是探究植被响应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临界

规律的前沿理论。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下植被结构和功能会发生实质性、根本性的变化，植被生态系统

会从一种相对稳定状态进入另外一种状态。 学者们将植被状态转变前后的不同态势（ｒｅｇｉｍｅ）定义为稳态，并
逐步提出存在多个“替代稳态”，即多稳态［４—５］。 目前围绕植被多稳态以及稳态转换已经形成一些研究成果，
包括在现象层面诊断稳态转换的信号特征、识别生态阈值，以及在机制层面进行稳态转换的生态学解释，探究

植被结构和功能的内部反馈等等［６—８］。
本文以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为干扰域，对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包括对

稳态转换的理论基础演变进行总结概述，并从机理层面解析植被结构⁃功能⁃状态响应过程；系统梳理植被稳

态转换的阈值效应，并识别指示生态阈值的驱动力⁃响应关系；从临界域视角整合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信

号特征。 通过对目前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重点的探讨，以期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实践中植被生态系统阈值管

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人类活动⁃气候变化影响下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理论认知

１．１　 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理论基础演变

围绕植被稳态转换的理论认知整体上经历了从线性、单一平衡态，向非线性、多平衡态到动态非平衡态的

转变。 从最经典的生态演替理论到复杂系统的耗散结构，再到当下备受关注韧性范式的动态非平衡理论，植
被结构和功能可能处于一系列完全不同状态的观点被广泛认可（图 １）。 目前已经形成多种假设和研究框架，
涉及生态学、物理学、工程学和复杂系统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经典平衡生态学的生态演替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作为主流被关注［９］，强调植被受到干扰后的演替路

径是具有方向和可预测的。 其假设条件是植被生态系统通过内部要素的线性变化过程完成自我调节，并被约

束于某个单一稳定状态（ｃｌｉｍａｘ） ［１０］。 以生态演替理论为指导，人们长期寻找植被结构和功能线性变化的证

据，探讨干扰胁迫下维持植被状态稳定的路径。 但现实的观测结果却无法支持平衡态和线性变化过程的假

设，因此学者们开始尝试对生态演替理论进行修正［１１］。 特别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Ｅｌｌｉｓ 提出持续多平衡模

型，带动了“新草原生态学”的发展［１２］。
近现代复杂系统科学发展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１３］，为理解植被的非线性反馈提供了新的依据。 植被是

具有耗散结构的复杂适应系统成为共识［１４］。 依据耗散结构理论，植被生态系统能够通过自组织维持宏观状

态稳定，但其微观组分及其结构可能呈现异质性；当微观组分的相互作用达到一定的阈值条件，植被生态系统

的宏观状态也会发生转变，即发生相变。 植被稳态转换可以通过要素自组织的产生条件、动力机制和产生途

径进行认识。 涨落导致有序，植被稳态转换通常伴随着熵的变化，是旧的结构不断消散和新的耗散结构不断

形成的过程［１５］。 耗散的植被生态系统可能表现出呼吸和蒸腾作用增强，能量流通和物质循环路径增多，生物

１２１４　 ９ 期 　 　 　 胡甜　 等：人类活动⁃气候变化影响下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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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理论基础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图中扰沌模型参考 Ｇｕ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 和 Ｈｏｌｌｉｎｇ［２２］ ；放牧模型参考 Ｋéｆｉ 等［２５］ ，曲线表示植被生物量与放牧压力的函数关系，Ｆ１ 和 Ｆ２ 限定了两

种稳定状态共存的参数空间，即双稳态区域；球代表植被生态系统，球的位置代表随着放牧压力增大，植被生态系统的状态差异。 折叠分叉

模型参考 Ｓｃｈｅｆｆｅｒ 等［２６］ ，球代表植被生态系统

量和生物多样性特征也随之增大［１６］。
当前蓬勃发展的韧性范式以“球盆”模型和适应性循环模型为理论基础，强调动态非平衡特性和阈值效

应，为理解植被生态系统的稳态转换提供了临界域的理论视角［１７—１８］。 其中，动态非平衡态是相对“平衡态”
而言，用来描述系统稳态转换的一系列过程。 传统研究主张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因子的微小变化会导致植被

结构和功能的微小变化。 然而，动态非平衡态理论认为很小的干扰可能会导致植被跨越阈值发生剧烈变

化［１９］。 学者们围绕湖泊、森林、草地等开展了大量临界过程的研究，发现了植被结构和功能存在临界域的诸

多证据［２０—２１］。 其中有一些理论模型被大量借鉴（图 １）。 首先，扰沌模型是传统适应性循环理论在多尺度的

层级演变，将植被稳态转换过程描述为开发（γ）、保护（ｋ）、释放（Ω）、和重组（ɑ）四个不同状态，并识别在空

间和时间尺度上通过记忆和反抗形成的扰沌现象［２２］。 依据扰沌模型，植被在不同状态转变的生态阈值，以及

不同状态环之间的嵌套点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其次是在草地生态学领域应用广泛的放牧模型，最早由 Ｎｏｙ 提

出［２３］，用于刻画植被生长与食草动物捕食的关系，后经多位学者完善［２４—２５］。 放牧模型关注植被多种稳定状

态共存的现象，并尝试进行动力学机制的解释。 依据放牧模型，放牧压力是导致植被稳态转换的动力，可能呈

现图中 Ａ 到 Ｆ 的多种转变路径。 折叠分叉模型［２６］是目前最广泛认可的理论框架，提出植被对初始条件的路

径依赖和滞后效应。 植被生态系统本身存在恢复力等固有属性的差异，表现为引力域大小不同。 外部人类活

动和气候条件会改变引力域但并不会影响植被生态系统的理想平衡状态。 整体上，三种理论模型的侧重点各

有不同，在不同学科领域内应用的假设条件存在差异。
１．２　 植被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状态响应机理

植被生态系统响应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驱动力的过程关联植被、土壤、大气、社会经济等多个界面的复杂

相互作用，从机理上可解析为植被物理过程和化学生物过程的非线性变化；当变化超过一定范围，植被生态系

统可能发生多种状态之间的转换，并显化为一系列退化或恢复过程（图 ２）。 理解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下

植被结构与功能的非线性变化规律是识别稳态转换的关键［２７］。
植被生态系统响应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作用具有时空尺度的差异。 一般情况下，气候变化通过改变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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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人类活动⁃气候变化驱动力作用下植被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状态响应过程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ｓｈｉｆｔ

境因素对全球、区域等较大空间尺度植被产生长期影响。 光照、温度、降水等气候均量因子直接影响植被的能

量循环和要素分配过程，显化为植被结构和功能的缓慢渐变响应，并呈现滞后效应［２８—２９］。 气候变暖影响下植

被生长紊乱、与物候特征不一致的变绿现象已在全球被观测［３０—３１］。 少数情况下，气候因子极端值引发的极端

气候事件，如暴雨、洪水、寒潮等也可能导致瞬时的灾变后果，直接影响植被物种格局和功能特征。 如极端高

温引起叶片脱落，长期影响植被生产力［３２—３３］；洪水淹没直接造成植被根系腐烂死亡。 植被对气候因子响应的

尺度和滞后效应是导致负反馈产生的重要原因。 研究证据表明不同时空尺度植被对气候因子响应具有不确

定性。 如以月为单位进行观测，气温是主要的驱动力，以年为单位植被对降水响应显著［３４］。 此外，区域环境

限制作用导致植被响应差异性。 如高温在高纬度地区会促进植被生长，而在低纬度地区则会抑制植被初级生

产力［３５］。 滞后性体现在植被生长过程的响应慢于气候因子的变化。 相关研究显示滞后时间通常在 ３ 个月

左右［３６—３７］。
相比气候驱动因子，人类活动通过土地利用在较短时间内更为直接改变局域植被的演替格局。 已有研究

中考虑的人类活动因子包括城市化、农业生产、生态工程等［３８—３９］。 地表水热环境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发生改

变，可能导致植被适生区的迁移。 人类活动行为模式同样影响植被覆被格局。 为解决极端降雨导致的城市内

涝问题，规划中通常采用减少建设用地，增加公园绿地等方式对地表径流进行调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中

植被覆被［４０］。 近些年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的开展引发对其生态效应的关注。 多数研究认为人类主导的生

态修复工程有利于植被进入正向循环的自组织过程。 如云南天保工程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植被净初级生

产力的增加，是增加碳汇的主要途径［４１］。 但也有研究指出目前的生态工程实践可能会削弱长期的生态福祉［４２］。
此外，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植被生态系统的影响存在相互作用，表现为协同和拮抗。 人类活动对陆地

表层环境的塑造，与局地微气候相互作用，通过影响物质能量的再分配过程直接改变植被物理结构与组

分［４３］。 一方面，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植被砍伐、过度放牧等关联气候变化过程，协同作用于植被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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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过程。 如，城市化的热岛效应改变局域环境气候条件，强化温度升高的影响作用［４４］；人类活动和气候变

化协同作用明显提升森林火灾的发生率［４５］。 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可能表现为拮抗，即
作用方向相反。 如，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缓解气候变化对植被产生的负面影响；农业灌溉有利于植被生

长，但当同时出现极端高温事件，则容易导致土壤次生盐碱化，抑制植被生长［４６］。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植

被影响存在程度的差异，对应主导驱动和相互作用的几种不同假设［４７］。 如研究发现三北地区植被生产力的

变化主要由气候变化驱动，生态修复工程的影响仅占 ２３％［４８］。
当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达到一定条件，或植被内部多种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变化超过一定范围，植

被反馈机制可能发生变化，呈现退化或恢复的多种状态。 全球范围多个案例发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下

植被结构⁃功能⁃状态响应的规律［４９—５１］。 如干扰因子的变化幅度过大、胁迫时间过长，或短期干扰过强，植被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会发生质变，从健康稳定状态转变为退化不稳定状态［５２］。 人类活动干扰频繁的草地

呈现出功能的非线性动态反馈，发生退化［５３］。 长期处于降雨减少环境的植被抵抗力和恢复力明显低于相对

湿润地区［５４］。 《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中提出脆弱区植被多处于相变的临界状态，对人类活动和气

候变化干扰敏感，在空间上表现为结构或功能的不稳定位移。

２　 人类活动⁃气候变化影响下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阈值效应

植被生态系统发生稳态转换时一些状态变量可能呈现明显阈值效应。 即驱动因子与植被结构和功能之

间的非线性关系发生了显著、不可逆变化，在一定范围内指示植被生态系统整体的状态转换。
２．１　 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状态变量

综述已有研究，植被状态变量的选择路径包括基于生态系统综合评估的属性指标和基于驱动力响应关系

的单一指标等［５５—５６］。 生态系统综合评估包括广义上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健康、生态承

载力以及近些年热点的脆弱性、韧性评估等。 单一指标多通过微观实验观测，宏观模型模拟，以及驱动力响应

关系的耦合特征分析获取。 植被覆盖度和生产力指标因其明显的阈值效应，在很多研究中作为植被生态系统

稳态转换的指示器。
首先，植被生产力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敏感，达到一定阈值条件，会引发植被生态系统的稳态转

换。 Ｏｄｕｍ［５７］最早根据全球植被总初级生产力的变化情况，提出森林和草地状态转换的生产力阈值，至今还

是生态退化研究中重要的参考标准。 当初级生产力降低幅度在 ３６５０—１０９５ ｇｍ－２ ａ－１时会发生森林退化为灌

草，当变化范围在 １８２．５—３６．５ ｇｍ－２ａ－１时会发生植被向沙漠退化。 植被生产力指标的变化同时揭示其抵御扰

动的能力变化［５８］。 近期欧洲的一项实验证明净初级生产力变化超过 １０％会发生无法逆转的稳态转换［５９］。
国内学者采用净初级生产力变化的 ４０％、６０％、８０％进行植被生态系统适应状态的划分［６０］。

植被生态系统缓慢变化到临界状态的过程中，还存在植被物理结构对环境胁迫的临界响应［６１］。 植被覆

盖度成为指示稳态转换的关键状态变量。 研究表明植被覆盖度的增加能促进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并存在

约 ３２％—４４％的阈值效应［６２］。 国家技术规程（ＧＢ ／ Ｔ ２４２５５—２００９）中以植被覆盖度的 １０％、３０％和 ５０％对草

地沙化的几种状态作了明确规定。 Ｒａｙｄｅｎ 等［６３］将冠层覆盖大于 ３０％的植被识别为原始森林，并进一步根据

理论最大生物量的百分比设置阈值将森林划分为四类不同状态，认为在 ５０％—８０％范围时森林具有强恢复

力，２５％—５０％需要人工措施才能恢复，＜２５％为完全不能恢复。 非洲地区一项研究认为植被覆盖度小于 ６０％
就发生了森林向草原的退化［６４］。
２．２　 基于驱动力⁃响应关系的生态阈值

生态阈值是指植被在不同状态之间连续或跃迁转换时其状态变量的值或范围［６５—６６］。 在星球边界框架、
安全空间以及承载力研究中，生态阈值多被视为静态环境因子的范围。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干扰域下，生态

阈值可能以点（阈值点）或连续带（阈值带）的形式呈现。 已有研究对生态阈值的识别多是基于理论上植被状

态指标偏离原有状态条件的检测，通过模型模拟将系数发生变化的拐点或分叉点作为临界点［６７—６８］。 常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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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方法包括分段线性回归、阶跃函数、通用模型等［６９—７１］。 不同的模型方法，拟合得到的生态阈值理论值

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驱动力影响下植被状态变量的非线性变化是识别生态阈值的重要前提，但并非所有

的驱动⁃响应关系都能检测到生态阈值。 Ｒａｔａｊｃｚａｋ 等［７２］ 总结了响应驱动因子显化生态阈值的三种可能规律

（图 ３），提出（１）当驱动力呈现单一方向变化时，（２）驱动力呈现突然且持续变化时，（３）驱动力呈现突然但短

暂变化时，植被生态系统最有可能发生稳态转换，在这些情况下很大概率能诊断到生态阈值。 而当驱动力未

呈现明显的单一变化方向时，植被稳态转换通常难以提前观测，显现出生态阈值的概率较小。 例如，在热带雨

林地区的研究发现森林响应持续干旱时呈现连续渐变状态，很难检测到生态阈值［７３］。 除了单一驱动因子，在
现实中通常存在多种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驱动因子相互作用的情况。 因此，需要考虑不同类型驱动因子协同

与拮抗作用共同影响植被的情况。

图 ３　 指示生态阈值的驱动力⁃响应曲线

Ｆｉｇ．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参考 Ｒａｔａｊｃｚａｋ 等［７２］

依据驱动力⁃响应关系的不同，植被生态阈值分为分类阈值和间断点阈值两种类型［７４］。 分类阈值指的是

植被状态变量在某个值两边时显示为不同的组态，一般采用判别分析或分类树回归等方法可以获取。 间断点

阈值一般通过分段回归方法识别。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新建立的“生态阈值与稳态转换案例数据库”，包含

了约 ６０ 个典型的生态阈值案例［７５］。 其案例区多集中在中国西部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几乎都是依据驱动

力⁃响应曲线的拐点位置进行植被生态阈值的判别。

３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下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信号特征

植被生态系统在稳态转换临界域可能会产生一些特殊的规律。 综述已有研究中植被稳态转换的信号特

征，总体有三大类（图 ４）。 一是基于统计学的减速或慢化现象，如植被状态变量的恢复速率降低可以作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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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转换的信号［７６］。 另外，临界状态植被前期积累的干扰会增加状态变量的方差，甚至随机干扰强烈的情况下

会产生闪烁现象。 二是植被结构与功能的空间特征会发生明显变化，如空间自相关性增强、双峰现象、连通性

发生变化等。 研究显示当森林响应气候变化达到死亡临界点时，相邻单元植被覆盖指数的空间自相关会异常

地高［７７］。 植被发生退化或恢复状态转变时，净初级生产力的时间变异性和自相关性也会增加［７８］。 三是植被

物理结构的形态特征发生变化，如光谱率、斑块化构型等。 当植被在适宜尺度上通过自组织形成高度自相似

斑块时，很可能处于退化或恢复状态转换的临界点［７９］。 在干旱地区，均质化稀疏植被可能表征荒漠状态的显

现，但最终还是由水分和养分等资源的分配决定［８０］。 目前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信号特征识别多基于系统

动力学原理的统计方法，包括时间变异模型、非参数扩散⁃跳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等。 此外，还涵盖一些基

于光谱分析和阈值检测的模型方法等。

图 ４　 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信号特征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ｍｅ ｓｈｉｆ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信号特征由反馈机制决定，可能表现出连续或突变的信号形式。 人类活动和气

候变化驱动力与植被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导致正反馈和负反馈的产生。 其中正反馈会放大人类活动和气候变

化的作用，是导致植被发生稳态转换的原因，负反馈则负责维持植被状态的稳定［８１］。 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

的响应信号依赖其内部的反馈机制，可能以逐渐变化或突然、不连续的形式呈现。 例如，森林会随气温和降雨

条件改变经历多种连续变化的替代状态。 由于环境限制因子往往具有滞后效应，植被生态系统在多个替代状

态之间会呈现分叉或跃迁现象。 Ｓｃｈｅｆｆｅｒ 等［２６］ 建立的折叠分岔理论模型描述了植被生态系统在临界域的跃

迁，被很多学者用于解释植被退化和恢复的不可逆性［８２］。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研究不足与展望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主要驱动因子作用下，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是重要的研究主题，已经形成一系列

研究成果。 但由于植被物理结构组分和生物化学过程的复杂性，完整描述其稳态转换过程和轨迹是困难的。
理论上，植被生态系统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且永远无法达到平衡态的动态过程中，并在长时间尺度上处于开发、
保护、释放和重组的适应性循环过程中［８３—８４］。 在实践中，植被多稳态是否存在仍然有讨论的空间。 从理论走

向实证，从方法到管理应用，亦有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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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理论层面，动态非平衡理论作为稳态转换研究的前沿基础，在多个学科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但

由于假设条件不同，存在方法冗余、认知角度多样、无法整合到同一体系等方面的问题。 植被多稳态研究主题

下的稳态转换、引力域、生态阈值、临界点等概念虽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存在较难界定和识别的问题，在方

法论层面还需要完善。
其次，临界域植被的非线性响应特征能够为稳态转换研究和实践提供很好的切入视角，但目前识别的响

应信号是植被生态系统发生稳态转换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８５］。 有结果显示一些地区的退化植被表现出低韧

性和即将发生稳态转换的信号特征，但实际并未跨越临界点［７７］。 此外，只有特定的植被结构和功能指标能够

作为状态变量显化生态系统稳态转换过程，但由于局地环境条件的影响，同一指标面对不同驱动力作用呈现

的阈值效应不一致，导致临界响应信号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在此方面，植被物理结构与化学生物过程指标相

结合，能够更有效解释植被生态系统在临界域的反馈机制。
第三，诊断植被生态系统临界响应的生态阈值是研究难点。 目前植被生态阈值的检测方法比较单一，多

是通过统计学上模型系数的检验找到发生转变的拐点或分叉点。 一方面，不同模型拟合得到的理论值可能存

在较大差异，导致生态阈值的不确定性较大。 另一方面，用于检测生态阈值的数学模型的生态学意义不明确，
很难基于实际情境进行准确预测。 基于此，一些学术组织、研究团队通过整理已有研究成果，通过构建案例

库，形成样板模式，以期将生态阈值纳入环境管理实践中。 从国际韧性联盟生态阈值在线数据库，中国生态阈

值与稳态转换案例数据库，到预警信号工具库等，普遍存在研究对象类型较少、限制在特定地区、规律缺少普

适性等问题。
最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并不一定是作为负向干扰因

子存在，还可能带来正向的作用结果，即植被可能处于生态恢复的循环过程中。 当植被生态系统处于正向循

环，植被呈现出稳定性高、适应能力强等特点。 目前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正向干扰作用下植被生态系统的

过渡性演变过程及临界响应规律研究不足，无法满足国土空间全域保护修复的现实需求。 在有限的自然资源

和人类社会多目标权衡决策背景下，基于生态阈值的植被生态系统管理是协调人地关系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有

效路径。
４．２　 结论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植被生态系统内部组分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产生显著而持续的影响，从机理上

解析为植被物理过程和化学生物过程的非线性变化。 依据动态非平衡前沿范式，当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

响达到一定条件，或植被内部多种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变化超过一定范围，植被的反馈机制可能发生变化，导致

其在多种状态之间转换，呈现退化或恢复的一系列过程。
植被生态系统响应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作用具有时空尺度的差异。 一般情况下，气候变化通过改变环

境因素对植被产生长期影响。 即，在较大空间尺度上气候是植被格局的主要驱动因素。 人类活动则在小尺度

上起到筛选作用，主要通过土地利用在较短时间内更为直接改变植被的演替格局、限制脆弱植被的生态位。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植被生态系统的影响还存在相互作用，表现为协同和拮抗。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下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临界响应有两个关键问题需特别关注。 一是植被

稳态转换过程中的状态变量特征。 识别哪些关键指标的变化构成了植被生态系统稳态转换的证据，能够为人

类他组织手段干预植被退化或恢复过程提供时间和空间。 二是植被生态系统在特定环境或气候胁迫下的响

应阈值。 生态阈值广泛存在于植被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阈值识别是揭示植被临界反馈机制的关键步骤，
为建立预警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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